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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 P3 幅度调控对情绪调节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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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额 P3 成分是前额认知控制资源卷入的稳定指标。长期以来, 前额 P3 幅度仅被视为情绪调节等执行控

制任务早期阶段前额资源调用程度的神经相关物, 鲜有研究探索主动改变 P3 幅度对执行控制功能的作用。本研究

采用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调节前额 P3 幅度, 以考察后者对情绪调节的潜在因果作用。67 名被试被随机分

配至实验组(上调 P3, n = 34)或对照组(下调 P3, n = 33), 并在 NF 训练前后完成情绪调节任务。结果与训练前相比, 

实验组通过 NF 训练可成功上调前额 P3 幅度, 表明其可更有效调用前额 P3 指征的执行控制功能, 从而在 NF 训练

后的情绪调节中能获得更佳的情绪调节效果——负性情绪自评和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顶区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波幅均显著降低; 对照组则相反：NF 训练后情绪调节期间前额 P3 幅度下降, 情绪调节效果变差。

同时结果表明, P3-NF 训练主要通过增加认知重评时前额 P3 幅度以提高情绪调节效果。本研究首次尝试让被试自

主调控前额 P3 以改变情绪调节的效果, 研究发现一方面揭示了前额 P3 指征的前额叶执行控制功能对情绪调节的

因果作用, 另一方面为临床治疗抑郁症等情绪调节障碍患者提供了无创无副作用的情绪调节能力改善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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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调节作为维护心理健康的核心能力, 对预

防和治疗多种精神疾病具有重要意义(Preece et al., 

2023; Velotti et al., 2024)。有效的情绪调节不仅能

降低因重大情绪创伤引发的神经生理障碍风险, 还

能 显 著 改 善 个 体 的 社 会 适 应 能 力 和 生 活 质 量

(Springstein & English, 2024)。情绪调节作为高级认

知功能, 涉及复杂的认知控制过程, 通过对情绪信

息的有意识调控来改变情绪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

和 表 达 方 式 (Sheppes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25)。认知重评作为最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

之一, 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刺激的认知解释来调节

情绪反应(McRae & Gross, 2020)。大量脑成像研究

表明, 情绪调节(尤其是认知重评)主要是涉及前额

皮层的认知控制脑区对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自

上而下的调控(Morawetz et al., 2025; Zhang et al., 

2025)。基于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的脑调

控研究进一步证实, 激活腹外侧或背外侧前额叶皮

层能有效降低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情绪体验强度, 并

显著抑制情绪反应相关脑区的活动 (张丹丹  等 , 

2019; 莫李澄 等, 2021; He et al., 2023; Li et al., 

2022, 2024; Mo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1)。 

情绪调节过程的早期阶段主要包括从负性刺

激出现到情绪调节策略开始实施之前的时间窗口, 

它涉及情绪情境快速评估导致的自顶向下情绪调

节的启动以及调节方式和调节策略的选择、构思以

及实施准备, 此过程高度依赖前额叶皮层的认知控

制功能(Cheng et al., 2024; Ochsner et al., 2012)。

ERP 研究为情绪调节的这一早期阶段提供了时间

动态证据。首先是负性刺激吸引注意并引发快速评

估(早期成分, 小于 300 ms; Olofss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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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情绪调节启动、认知重评等被选择为调节方

式、具体调节策略构思并准备实施, 此过程对认知

控制资源的调用表现为前额 P3 幅度的显著增大

(Bernat et al., 2011; Moser et al., 2014; Yuan et al., 

2015, 2023)。前额 P3 是情绪调节等执行控制功能

早期阶段认知控制资源调用程度的公认神经标志

物(Yuan et al., 2015, 2023; Zhang et al., 2023)。特别

的, 有研究者对比了主动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内

隐情绪调节和被动观看三种条件诱发的前额 P3。发

现采用主动情绪调节下调负性情绪时, 相较于被动

观看和内隐情绪调节条件, 前额 P3 幅度显著增强, 

这表明前额投入了更多认知控制资源来支持情绪

调节的启动和实施准备(Zhang et al., 2023)。还有研

究发现, 前额 P3 的增强与情绪调节策略实施后个

体体验到的情绪强度的降低相关, 这表明早期认知

控制资源的投入对情绪调节效果具有一定的预测

作用(Yuan et al., 2023)。同时, 认知控制功能受损的

抑郁症患者和亚临床群体在主动情绪调节时无法

有效提升前额 P3 幅度, 而且抑郁程度越严重该效

应越强(Yuan et al., 2023), 这进一步表明了情绪调

节时前额 P3 与认知控制资源的紧密联系。综上, 不

少研究证实了 P3 是情绪调节早期前额认知控制卷

入程度的客观指标, 但尚未有研究通过直接调节前

额 P3 继而观测情绪调节结局的改变, 进而揭示前

额 P3 指征的认知控制系统在情绪调节启动和实施

准备中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技术

解决上述问题。NF 是一种生物反馈技术, 它通过实

时监测大脑活动, 将感兴趣的神经活动模块特征化

为指标实时反馈给个体, 让个体基于操作性条件反

射学习调控该指标, 从而达到改变特定神经活动模

式的目标(Krause et al., 2024; Lubianiker et al., 2022; 

Sitaram et al., 2024)。与其他外源性声光电磁神经调

控技术相比, NF 作为一种内源性脑调控方式, 具有绝

对的安全性和零副作用, 特别是该技术可以实现对

目标神经节点或网络的精准、直接调控(Lubianiker 

et al., 2022)。在以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为脑监测手段的 NF 中, 基于 EEG 节律的 NF 技术

已发展得比较成熟, 大量研究证实其能有效改善工

作记忆更 新 (theta 频段 ：Eschmann et al., 2020; 

Eschmann & Mecklinger, 2022)、抑制控制(alpha 频

段：Zhou et al., 2024)以及情绪调节(theta 频段：Li et 

al., 2025b)等认知功能。相比于 EEG 的自发或引发

节律 ,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被认为与具体的认知活动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因此

基于 ERP 的 NF 可以为我们了解认知过程提供精确

的时空信息。然而目前仅发现了三项 ERP-NF 研究

(均为听觉加工领域), 其中两项以调增失匹配负波

的幅度为 NF 训练目标, 成功提高了健康人群的无

意识听觉辨别能力(Chang et al., 2014)以及主观认

知下降患者的听觉工作记忆(Pei et al., 2020); 另有

一项 NF 研究尝试训练精神分裂症患者提高其听觉

诱发 N100 幅度, 但未达到训练效果且并未缓解患

者的幻听症状(Rieger et al., 2018)。 

鉴于前额 P3 与情绪调节过程认知控制资源卷

入的高相关性, 本研究通过调控前额 P3 幅度提供

前额认知控制功能对情绪调节的因果证据, 并为情

绪调节障碍患者的无创精准脑治疗提供实证基础。

在上述已有的三项 ERP-NF 研究基础上, 本研究主

要进行了三点改进或补充。第一, 考虑到现有研究

尚未得到一致的 ERP-NF 训练效果, 其原因可能在

于假对照组设计的组间效应小导致的假阴性。为此, 

本研究让两组被试分别上调(实验组)和下调(对照

组) P3 幅度。一方面, 相反方向调控最大化了 NF

组间效应, 并可直接检验 NF 训练的方向是否引起

了两组的指标进行反方向的改变。另一方面, 两组

在训练时均接收真反馈, 导致安慰剂效应和练习效

应等因素对两组被试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一致, 从而

可通过减法原则排除之。第二, 我们不仅在前后测

中采用了行为指标或主观报告(Chang et al., 2014; 

Pei et al., 2020; Rieger et al., 2018), 还加入了客观

的脑观测指标从而更准确评估 NF 训练的效果。本

文采用顶区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作

为情绪体验强度也即情绪调节效果的客观指标(高

可翔 等, 2023; Li et al., 2023; Li et al., 2025b; Tang 

et al., 2025; Zhang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1)。研

究发现顶区 LPP 幅度可以排除被试的主观报告偏

差, 从而更准确地测量情绪体验强度(Zhang et al., 

2023)。 第三, NF 训练效率的个体差异是 NF 应用

领域最为关注的问题(Haugg et al., 2020; Hellrung 

et al., 2022; Sitaram et al., 2024)。个体能否学会调

控 特 定 脑 模 式 ？ 学 习 的 速 度 如 何 ？ 已 有 的 三 项

ERP-NF 研究未就此问题进行报道。根据近期关于

NF 训练个体差异的元分析研究(Alkoby et al., 2018; 

Haugg et al., 2020)和相关研究文献(Li et al., 2025a), 

本研究拟考察两个潜在的 NF 训练效率影响因素：

基线阶段的前额 P3 幅度(Alkoby et al., 2018; Haugg 

et al., 2020)、日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L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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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a)。本文假设：P3-NF 可以因果性地改变情绪

调节的效果。具体的, 实验组能在 NF 训练期间成

功上调前额 P3 幅度, 且该训练效果可显著提高训

练后的情绪调节能力(同时反映在情绪主客观指标

上 ), 而 对 照 组 则 呈 现 相 反 模 式 的 改 变 。 同 时 , 

ERP-NF 的训练效率或可基于某些因素进行一定程

度的预测。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组别。在实验

设计阶段, 我们使用 G*Power 3.1.9 软件(F tests, 

ANOVA: repeated measures, within-between interaction)

基于已有相关 NF 研究的核心效应量均值(η2
p = 0.07; 

Eschmann et al., 2020; Eschmann & Mecklinger, 

2022; Pei et al., 2020)进行了事前样本量估计。

G*Power 中的完整参数设定如下：Effect size f = 

0.28, α = 0.05, 组别数 = 2, 重复测量次数 = 2, 重

复测量间相关系数 = 0.5。基于上述参数, 在 Power 

(1 − β) = 95%的情况下, 所需最小总样本量为 46

人。当样本量为 64 人时 , 研究的统计功效可达

99%。考虑到 NF 训练持续时间较长等原因可能导 

 

致样本流失, 我们招募了 70 名四川师范大学学生

参与实验,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5 人。所有参与者均

为右利手, 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 无神经学或精

神病史, 且此前未接受过 NF 相关研究。研究方案

经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参与者在实

验开始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实验组(1 人)和对照组(2 人)中共 3 名被试未完

成全部实验流程(NF 训练期间退出), 将其排除。最

终, 实验组包含 34 名被试, 对照组包含 33 名被试。

实验开始前, 所有参与者完成以下量表：贝克抑郁

量 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 Beck et al., 1996)、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

表 (trait form of spielberge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T; Spielberger et al., 1971)、情绪调

节 问 卷 的 认 知 重 评 子 量 表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R; Gross & John, 2003)。如表 1

所示,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和各项问卷得

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2.2  实验过程 

实验方案见图 1A。首先, 参与者完成预训练任

务, 完全掌握 NF 训练要点。接着通过认知重评任

务前测, 评估其基线情绪调节表现。随后, 参与者 

表 1  本研究两组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变量 实验组(n = 34) 对照组(n = 33) 统计结果 

年龄(岁) 20.15 ± 0.20 20.58 ± 0.27 t = −1.29, p = 0.202 

性别(女/男) 19/15 21/12 2 = 0.42, p = 0.518 

抑郁(BDI-II) 8.12 ± 1.27 9.76 ± 1.380 t = −0.88, p = 0.384 

特质焦虑(STAI-T) 45.62 ± 1.54 45.12 ± 1.864 t = 0.21, p = 0.838 

认知重评使用频率(ERQ-R) 31.27 ± 0.86 30.55 ± 1.086 t = 0.52, p = 0.604 

注：除性别为卡方检验 , 其他为独立样本 t 检验(双尾)。表中的描述统计量表示为均值  ± 标准误 ; 缩写：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trait form of spielberge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T)、

情绪调节问卷的认知重评子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R)。 

 

 
 

图 1  实验流程。A: 任务流程图。B: 认知重评任务单试次示意图。C: 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单轮次示意图。

每经过 30 幅图片(共计 63 s)休息 10 s。被试需升高温度计中红色液体水平。彩图见电子版,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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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5 个 sessions 的 P3-NF 训练。训练结束后, 参

与者再次完成相同的认知重评任务后测 , 以评估

NF 训练带来的情绪调节能力改变。实验刺激呈现

使用 Psychtoolbox (版本: 3.0.14; Brainard & Vision, 

1997)工具包。 

2.3  情绪调节任务 

实验前测和后测任务为认知重评任务。从国际

情感图片系统(Lang et al., 1997)中选取 60 张负性图

片, 将其分为 2 个子集, 控制 2 个子集图片的效价

和唤醒度无差异 (效价 : t(58) = 0.00, p = 1.000; 

2.48 ± 0.08 vs. 2.48 ± 0.07; 唤醒度: t(58) = −0.17, 

p = 0.87; 5.31 ± 0.11 vs. 5.34 ± 0.16)。图片匹配流程

如下：1)纳入 IAPS 图片 100 张, 效价控制在 2.5 分

左右, 唤醒度控制在 5 分左右。2)对于类型相似的

图片 (例如都是蜘蛛或者都是枪 ), 每组各分配一

张。3)对各不相似的图片逐一匹配好效价, 分配至

两组。4)计算两组图片的唤醒度 p 值(独立样本 t 检

验), 如果有显著差异, 每次从 IAPS 图片库重新选

择、替换单组 1~2 张图片, 直到两组图片的唤醒度

无显著差异。一半的被试前测使用子集 A, 后测使

用子集 B, 另一半被试则相反。实验过程中所有图

片呈现在 LCD 屏幕中央, 视角为 3.0° × 3.5°。前测

前先进行认知重评教学。例如, 面对受伤拳击手的

图片时, 被试被提示：可重新解读为拳击手为荣誉

付出巨大努力, 最终战胜了对手。认知重评教学需

确保每名被试在至少连续 3 张练习图片情境下能快

速口述出认知重评策略。 

情绪调节任务每个试次流程见图 1B。每个试

次开始时, 呈现 0.4~0.8 s 的注视点。接着, 屏幕呈

现负性图片 6 s, 期间被试需运用认知重评策略调

节图片带来的情绪反应。考虑到被试已经过充分练

习(如: 高可翔 等, 2023; Li et al., 2025a), 6 s 时间

足够完成认知重评过程, 同时能节省时间和精力以

完成其他实验任务。图片呈现 6 s 后, 参与者需在

5 s 内通过点击鼠标左键报告情绪感受, 采用 9 点评

分(“1”表示最轻微负性情绪, “9”表示最强烈负性情

绪)。随后, 在 5 s 内报告认知重评任务的困难程度, 

同样采用 9 点评分(“1”表示最简单, “9”表示最难)。

前后测各包含 30 个试次, 各约 8.3 分钟。实验组最

初有 7 名被试、对照组最初有 5 名被试未进行认知

重评任务困难程度评分。 

2.4  ERP-NF 训练 

NF 训练开始前, 由程序随机给被试分组(实验

组或对照组)。实验前和实验过程中主试与被试都

未被告知分组信息及其预期效果。两组在反馈形

式、任务负荷、奖励规则、实验接触时间上完全等

同。NF 训练共包含 5 个阶段(session), 每个阶段包

含 5 个轮次(run), 阶段间休息 2 分钟。每个轮次的

屏幕呈现内容见图 1C：首先呈现 0.2~0.4 s 随机空

屏, 接着呈现 1.3 s 负性情绪图片, 然后呈现 0.5 s

温度计反馈, 重复 30 次后进入 10 s 休息时间。NF

阶段内的 5 个轮次使用相同的 30 张情绪图片, 但图

片呈现顺序在轮次间随机。5 个 NF 阶段采用互不

相同的情绪图片。参与者需在观看情绪图片时探索

并使用适用于自己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调节图

片带来的负性情绪, 回忆, 转移注意, 心算, 抑制

等高度依赖执行功能的任务), 以提高温度计中红

色液体的高度。根据 F3、F4 和 Fz 电极的平均 P3

幅度计算温度计中红色液体的高度(具体见 2.6 节

NF 数据在线分析)。对于实验组, 当前额 P3 幅度增

加时, 红色液体高度上升; P3 幅度减少时, 红色液

体高度下降。对照组则相反, 红色液体高度随着 P3

幅度上升而下降。整个 NF 训练过程持续约 39 分钟。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白露  等 , 2005)中选取

150 张负性图片, 将其分为 5 个子集, 控制 5 个子集

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无差异(效价: F(4, 145) = 0.16, 

p = 0.960; 2.70 ± 0.06 vs. 2.76 ± 0.07 vs. 2.71 ± 0.05 

vs. 2.70 ± 0.07 vs. 2.71 ± 0.06; 唤醒度: F(4, 145) = 

0.16, p = 0.960; 5.06 ± 0.07 vs. 5.09 ± 0.08 vs. 5.10 ± 

0.07 vs. 5.13 ± 0.06 vs. 5.06 ± 0.07)。每名被试在 5

个 NF 阶段中使用的图片子集顺序通过伪随机序列

确定。 

2.5  脑电信号采集 

使用 32 通道无线脑电放大器(NeuSen. W32, 

博睿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常州)采集脑电信

号。采样率设置为 1000 Hz, 电极阻抗控制在 5 kΩ

以下, 参考电极为左侧乳突, 地电极位于 Cz。 

2.6  NF 数据在线分析 

使用 MATLAB (2023a)中的自定义脚本对实时

脑电数据进行在线分析。根据前额 P3 幅度的变化

实时更新温度计的显示。P3 幅度计算包括以下步

骤：首先对前额 Fz、F3、F4 电极的脑电信号进行

0.1~30 Hz 的带通滤波, 计算情绪图片呈现后 300~ 

1300 ms 时间窗内信号的平均幅度, 并进行基线校

正(减去情绪图片开始前 200 ms 时间窗内信号的平

均幅度), 最后计算 Fz、F3、F4 三个电极的平均值。

温度计的最大高度为 20 cm, 每个 NF 轮次开始时

设定首张图片温度计的红色液体高度为 0 cm,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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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程中根据每张图片诱发的前额 P3 幅度更新相

应 温 度 计 中 红 色 液 体 的 高 度 。 参 考 之 前 两 项

ERP-NF 研究(Chang et al., 2014; Pei et al., 2020), 

实验组的更新规则为：每次红色液体高度等于当前

图片诱发 P3 幅度和前 5 张图片诱发的平均 P3 幅度

之差的 2 倍。即如果 P3 幅度相比之前 5 个 P3 幅度

的均值上升 0.5 μV, 则红色液体高度上升 1 cm。每

个试次第 2、3、4、5 张图片的红色液体高度根据

各自此前的 1、2、3、4 次 P3 幅度的均值进行相应

更新。每次红色液体高度上升或下降的范围限制在

−2 到 2 cm 之间, 如单次 P3 幅度增加或减少超过

1 μV, 仍按 2 cm 或−2 cm 更新色液体高度。对照组

按照与实验组完全相反的方向更新红色液体高度。 

2.7  离线数据分析 

使 用 EEGLAB 工 具 包 (2022.0; Delorme & 

Makeig, 2004)和 MATLAB (2023a)中的自定义脚本

对离线脑电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将连续记录的原始

数据从 1000 Hz 降采样至 250 Hz, 随后使用 0.1~ 

30 Hz 带通滤波器去除低频漂移和高频噪声, 并以

双侧乳突电极的均值作为参考电极进行重参考。接

着使用独立成分分析识别并半自动化剔除眼动伪迹。 

针对 NF 训练和情绪调节任务, 将连续脑电数

据按图片呈现前 200 ms 至图片呈现后 1300 ms (NF

训练)或 6000 ms (情绪调节任务)进行分段, 并以图

片呈现前 200 ms 作为基线进行基线校正。随后, 采

用±150 μV 的幅度阈值剔除伪迹过大的分段。 

本研究的 ERP 分析聚焦于两个关键成分：前额

P3 和顶区 LPP。参照已有研究, 前额 P3 定义为图

片呈现后 300~1300 ms 时间窗内前额电极点(Fz、

F3、F4)的平均波幅, 反映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和注

意 资 源 的 分 配 (Yuan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3)。顶区 LPP 定义为图片呈现后 1500~6000 ms

时间窗内顶区电极点(Pz、P3、P4)的平均波幅, 反

映对情绪刺激的持续性加工和情绪唤醒的强度(Li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21)。 

2.8  统计方法 

使用 RStudio (2021.09.0)和 R (4.2.2)进行统计

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均值±标准误(SE)”的形式

表示。 

为评估 NF 训练的有效性, 采用线性混合效应

回归(linear mixed effects regression, LMER)统计检

验 NF 训练过程中前额 P3 的幅度, 通过 lme4 工具

包实现(Bates et al., 2015)。将所有试次的前额 P3

幅度建模为两个中心化的固定因子(训练阶段和组

别)及其交互作用的函数。编码方式均采用正交对

比编码(Wu et al., 2022)。具体如下：组别采用二项

式编码(实验组: +1/2, 对照组: −1/2); 训练阶段采

用二项式编码：将 session 4 (+1/4)、5(+1/4)与 session 

1 (−1/6)、session 2 (−1/6)、session 3 (−1/6)进行比较。

此 外 , 该 模 型 还 包 含 被 试 的 最 大 随 机 效 应 结 构

(Barr et al., 2013), 后者包括随机截距和训练阶段

主效应的随机斜率(见公式 1), 如果 LMER 出现过

拟合情况则删除训练阶段主效应的随机斜率以促

进拟合。采用 lmerTest 包的 Satterthwaite 近似法计

算 p 值(Kuznetsova et al., 2017)。如果存在显著的主

效应或者交互作用, 使用 emmeans 包(Fernandez- 

Duque et al., 2023)进行事后比较, 并采用 FDR 方法

调整 p 值以校正多重比较。 

情绪调节任务中的负性情绪评分、认知重评难

度、前额 P3 幅度、顶区 LPP 幅度同样在试次层面

采用 LMER 进行统计检验。模型包含前后测和组别

的固定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前后测采用二项式编码, 

前测任务赋值为−1/2, 后测任务赋值为+1/2。被试

的随机效应结构包含随机截距和前后测主效应的

随机斜率(见公式 2)。 

Y~训练 Session * 组别 + (1 + 训练 session|被试) 

(公式 1) 

Y~前后测 * 组别 + (1 + 前后测|被试) 

(公式 2) 

为检验 NF 训练效率与后续情绪调节改善之间

的关系, 将 NF 训练效率量化为前额 P3 在 5 个训练

session 中的简单线性回归斜率 (Li et al., 2025a, 

2025b)。随后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将该指标与前

后测阶段负性情绪评分、P3 和顶区 LPP 幅度的变

化进行相关。同时, 采用 FDR 方法调整所有相关分

析的 p 值以校正多重比较。此外, 为确定 NF 训练

效率是否通过调节情绪调节期间前额 P3 幅度变化

来改变情绪调节效果, 采用 bruceR 工具包(版本: 

0.8.9)中的 PROCESS 函数合并两组数据进行中介

分析(Bao, 2022)。本研究合并两组数据, 采用 NF

训练效率替代组别作为中介分析的自变量, 在被试

层级进行中介分析, 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NF

学习成功与否, 目前普遍采用训练轮次的回归斜率

来衡量(见元分析: Haugg et al., 2020), 大概 50%的

被试不能从 NF 中达到明显训练效果。在本研究中, 

NF 训练过程中 P3 幅度的调控程度直接影响了情绪

调节效果的改变——即使在上调组内, 未能学会上

调 P3 的被试(NF 效率低)其情绪调节效果也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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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因此, 我们认为使用更直接的 NF 效率作

为中介分析的自变量更为合理。第二, 本研究分为

上调和下调组两个相反方向的调控。因此, 合并两

组的 NF 训练效率数据, 不仅在统计上涵盖了实验

操纵效应, 还因样本量的增加提升了中介分析的统

计效力和估计的可靠性。在该分析中, NF 训练效率

作为自变量, 情绪调节任务中前额 P3 变化(后测减

前测)作为中介变量, 负性情绪评分或 LPP 幅度变

化(后测减前测)作为因变量, 并控制组别作为协变

量。基于 1000 个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样本估算中

介效应及其 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CI)。最后为了

考察 NF 训练效率可能的影响因素, 我们建立了包

含年龄、性别、ERQ-R、BDI-II、STAI-T 和前测

P3 幅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 NF 训练效率。

相关、中介和回归分析剔除了±3 个标准差之外的极

端值。 

3  结果 

3.1  NF 训练期间的 P3 幅度 

我们采用 LMER 分析了 5 个 NF 训练阶段 

 

(session)前额 P3 的幅度(图 2)。结果显示, 组别的

主效应显著, β = 2.17, t(65) = 2.51, p = 0.015, 实验

组的前额 P3 幅度(3.256 ± 0.676 μV)显著高于对照

组(1.09 ± 0.53 μV)。组别与训练 session 之间存在交

互作用, β = 3.14 μV, t(65) = 3.06, p = 0.002, 见图

2A。事后成对比较在 session 3、4、5 上发现了实

验组的前额 P3 显著高于对照组, 实验组 vs.对照组: 

session 3: 3.40 ± 0.77 vs. 0.75 ± 0.49 μV; β = 2.65 

μV, t(65) = 2.76, p = 0.006; session 4: 3.63 ± 0.85 vs. 

0.65 ± 0.49 μV; β = 2.97 μV, t(65) = 3.10, p = 0.002; 

session 5: 4.08 ± 0.70 vs. 1.15 ± 0.74 μV; β = 2.94 

μV, t(65) = 3.06, p = 0.002。对两组被试的 NF 训练

效率(计算方式为前额 P3 在 5 个训练 session 中的

简单线性回归斜率)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实验组的 NF 训练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 : 

0.40 ± 0.16; 对照组: −0.13 ± 0.13; t(65) = 2.60, p = 

0.011; 图 2B)。 

此外, 口头询问表明被试无法识别其组别。实

验结束后, 询问被试"您认为自己被分配到实验组

还是对照组?", 被试的回答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图 2  前额 P3 在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训练中的改变。A: NF 训练期间前额 P3 幅度变化。B: 实验组与对照组

NF 训练效率(前额 P3 在 5 个训练 session 中的简单线性回归斜率)及其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C: NF 训练过程中

的前额 P3 波形图, 从左到右分别为 session 1 到 session 5 的波形。前额 P3 幅度为电极点 Fz、F3、F4 的幅度均值。

图中橙色和蓝色误差范围表示标准误, 灰色条表示 P3 幅度的计算时间窗。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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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0.74, p = 0.389。本研究仅在被试完成所有实验

任务后才告知其所属的组别。 

3.2  情绪调节任务的 P3 幅度 

情绪调节任务中前额 P3 幅度的 LMER 分析显

示, 组别×前后测交互作用显著, β = 5.29 μV, t(65) 

= 5.40, p < 0.001, 见图 3A。事后比较显示, 后测阶

段, 实验组的前额 P3 幅度(3.49 ± 0.94 μV)显著高

于对照组, −2.34 ± 2.19 μV; β = 5.68 μV, t(65) = 

3.56, p < 0.001。前测阶段未观察到组间差异, 实验

组: −0.05 ± 1.96 μV vs.对照组: 0.77 ± 1.13 μV; β = 

−0.01 μV, t(65) = −0.004, p = 0.997。实验组的前额

P3 幅度从训练前(−0.05 ± 1.96)到训练后(3.49 ± 

0.94 μV)显著增加, β = 2.29 μV, t(65) = 3.28, p = 

0.001。相反, 对照组的前额 P3 幅度从训练前(0.77 ± 

1.13 μV)到训练后(−2.34 ± 2.19 μV)显著降低, β = 

−3.01 μV, t(65) = −4.37, p < 0.001。相关分析显示, 

两组被试的 NF 训练效率与情绪调节任务下的前额

P3 幅度的变化(后测减去前测)显著相关, r = 0.28, 

p(FDR) = 0.034, 见图 3B。 

3.3  情绪调节任务的主观评分和顶区 LPP 幅度 

自我报告负性评分的 LMER 分析显示, 组别×

前后测交互作用显著, β = −0.59, t(65) = −5.32, p < 

0.001, 见图 4A。事后比较显示, 后测阶段, 实验组

的负性评分(3.16 ± 0.21)显著低于对照组, 3.83 ± 

0.25; β = −0.67, t(65) = −2.19, p = 0.028。前测阶段

未观察到组间差异, 实验组: 3.46 ± 0.20 vs.对照组: 

3.54 ± 0.23; β = −0.09, t(65) = −0.28, p = 0.777。实

验组的负性评分从训练前 (3.46 ± 0.20)到训练后

(3.16 ± 0.21)显著降低, β = −0.30, t(65) = −3.84, p < 

0.001。相反 , 对照组的负性评分从训练前(3.54 ± 

0.23)到训练后(3.83 ± 0.25)显著增加, β = 0.29, t(65) 

= 3.69, p < 0.001。相关分析显示, 两组被试 NF 效

率与负性评分变化呈显著负相关, r = −0.43, p(FDR) 

< 0.001。此外, 两组被试在情绪调节任务前后测的

前额 P3 幅值变化与负性评分变化呈显著负相关, 

r = −0.47, p(FDR) < 0.001, 见图 4C。 

情绪调节调节难度评分的 LMER 分析显示, 组

别×前后测交互作用显著, β = −0.52, t(53) = −3.86, 

p < 0.001, 见图 4B。事后比较显示, 实验组的调节

难度从训练前(3.39 ± 0.19)到训练后(3.37 ± 0.21)显

著降低, β = −0.24, t(53) = −2.50, p = 0.012。相反, 

对照组的调节难度从训练前(3.14 ± 0.20)到训练后

(3.66 ± 0.25)显著增加, β = 0.28, t(53) = 2.96, p = 

0.003。相关分析显示, 两组被试在情绪调节任务下

的前额 P3 幅值的变化与重评难度降低呈显著负相

关, r = −0.42, p(FDR) = 0.005。但没有发现两组被试

NF 效率与重评难度降低的显著相关 , r = −0.08, 

p(FDR) = 0.583。 

顶区 LPP 幅度的 LMER 分析显示, 前后测主效

应显著, β = −2.23 μV, t(65) = −2.58, p = 0.012。被试

在后测的 LPP 幅度(2.03 ± 0.91 μV)显著低于前测

(4.27 ± 0.76 μV)。更重要的是, 组别×前后测交互作

用显著, β = −4.23 μV, t(65) = −2.45, p = 0.017, 见

图 4D。事后比较显示, 后测阶段, 实验组的 LPP

幅 度 (0.19 ± 1.31 μV)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 3.92 ± 

1.20 μV, β = −3.62 μV, t(65) = −2.06, p = 0.039。前

测阶段未观察到显著变化, 实验组: 4.53 ± 1.15 vs. 

对照组: 4.00 ± 1.01 μV; β = 0.61 μV, t(65) = 0.41, 

p = 0.683。实验组的 LPP 幅度从训练前(4.53 ± 1.15)

到训练后(0.19 ± 1.31 μV)显著降低, β = −4.34 μV, 

t(65) = −3.56, p < 0.001。相反, 对照组的 LPP 幅度

训练前(4.00 ± 1.01 μV)和训练后(3.92 ± 1.20 μV)没

有差异, β = −0.11 μV, t(65) = −0.09, p = 0.927。相关

分析显示, 两组被试 NF 效率与 LPP 幅度变化呈显 
 

 
 

图 3  前额 P3 在情绪调节任务中的改变。A: 前额 P3 幅度和波形。数据为 Fz、F3、F4 的均值。B: NF 训练效率与前

额 P3 幅度改变(后测减前测)的相关。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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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绪调节的效果改变。A: 主观负性情绪强度评分。B: 重评难度评分。C: 前额 P3 幅度改变(后测减前测)与负

性情绪评分改变(后测减前测)的相关。D: 情绪调节中顶区 LPP 的幅度和波形。数据为 Pz、P3、P4 的均值。E: 

中介分析结果: NF 训练效率作为自变量, 情绪调节任务的前额 P3 改变(后测减前测)作为中介变量, 负性情绪评

分变化(后测减前测)作为因变量。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著负相关, r = −0.27, p(FDR) = 0.036。此外, 两组被

试在情绪调节任务前后测的前额 P3 和 LPP 幅度变

化呈显著负相关, r = −0.32, p(FDR) = 0.019。 

3.4  中介分析和回归分析 

为了探索 NF 训练效率、情绪调节任务的前额

P3 变化和情绪调节效果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这三

个变量进行了中介分析。根据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

NF 训练效率的提高对主观负性情绪强度的影响是

通过情绪调节任务的前额 P3 幅度改变来中介的。

在该模型中, NF 训练效率作为自变量, 情绪调节任

务的前额 P3 变化(后测减前测)作为中介变量, 负性

情绪评分或 LPP 幅度变化(后测减前测)作为因变量, 

并控制组别作为协变量。因变量为负性情绪评分变

化的中介分析结果见图 4E：总效应显著, c = −0.28 

± 0.08, Z = −3.43, p < 0.001。中介效应显著, a × b = 

−0.09 ± 0.04, Z = −2.06, p = 0.040。直接效应显著, 

c’ = −0.20 ± 0.08, Z = −2.42, p = 0.016。这些结果表

明, 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前额 P3 幅度增加在 NF 训练

效率提高与情绪调节效果提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但是, LPP 幅度变化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分析

没有发现显著的中介效应, a × b = −0.59 ± 0.44, Z = 

−1.35, p = 0.176。 

最后, 为了探索影响上述自变量——NF 训练

效率的潜在因素, 我们建立了包含年龄、性别、认

知重评日常使用频率(ERQ-R)、特质焦虑(STAI-T)

和抑郁水平(BDI-II)和前测情绪调节 P3 幅度的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 用以预测个体的 NF 训练效率。虽

然整体模型并未显著, R² = 0.13, F = 1.41, p =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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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RQ-R 显示出显著的预测作用, β = 0.30, t = 2.32, 

p = 0.024, 见表 2。其他因素均未显示出显著的预

测作用(p > 0.05)。 

4  讨论 

本 研 究 首 次 从 两 个 相 反 的 调 控 方 向 考 察 了

ERP-NF 的训练过程和训练效果, 证实了该技术的

科研和应用推广价值。NF 训练期间, 实验组(上调

前额 P3)的前额 P3 幅度随训练进程显著上升, 而对

照组(下调前额 P3)则呈现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两组(特别是实验组)均表现出了较典型的非线性学

习轨迹：前三个训练 session 中 P3 幅度变化显著(上

调组快速增加 , 下调组快速减小), 随后逐渐趋于

稳定。这一变化模式与既往 NF 研究观察到的非线

性 学 习 曲 线 高 度 一 致 (Eschmann & Mecklinger, 

2022; Li et al., 2025b; Sepulveda et al., 2016)。根据

强化学习理论框架 (Lubianiker et al., 2022), 该学

习曲线反映了 NF 的两阶段习得过程：训练早期, 被

试通过试错快速建立特定认知策略与目标 NF 信号

之间的关联; 训练后期, 被试进入精细化调整阶段, 

通过重复实践巩固并优化有效策略, 最终实现对前

额 P3 的稳定调控(Sitaram et al., 2024)。NF 训练后, 

实验组在情绪调节任务中的前额 P3 幅度显著增高, 

对照组则显著降低, 且 NF 训练效率与情绪调节的

前额 P3 幅度变化存在正相关。该结果表明, P3-NF

训练具有迁移效应, 即训练期间习得的神经调控能力

能迁移至训练后的情绪调节任务(Li et al., 2025b)。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直接的因果证

据, 证明前额 P3 所指征的前额叶认知控制资源是

情绪调节早期阶段的神经基础。P3-NF 训练后的情

绪调节任务中, 实验组的主观负性情绪评分和顶区

LPP 幅度显著降低, 而对照组则增加。同时, 无论

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 情绪调节过程中前额 P3 幅

度的变化都与情绪调节效果的改变相关。之前的情 

 

绪调节研究已经发现, 情绪调节早期需要认知控制

资 源 的 大 量 投 入 , 表 现 为 前 额 P3 幅 度 的 增 加 

(Yuan et al., 2015, 2023; Zhang et al., 2023)。例如, 

相较于内隐情绪调节或被动观看, 当被试采用主动

情绪调节策略下调负性情绪时, 前额 P3 幅度显著

提升, 这表明前额投入了更多认知控制资源来支持

情绪调节的启动和实施准备(Zhang et al., 2023)。进

一步研究发现, 前额 P3 的增强可预测情绪调节的

效 果 , 即 主 观 负 性 情 绪 强 度 的 降 低 (Yuan et al., 

2023)。但这些研究仅采用了相关的观测性方法, 本

研究直接操纵了前额 P3 的幅度变化, 因此证明了

前额 P3 所指征的认知控制资源对情绪调节的因果

性作用。此外,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 NF 训练效率的

提高是通过增加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前额 P3 幅度来

促进情绪调节效果的, 进一步突显了前额 P3 的重

要作用。 

根据 Gross 团队提出的情绪调节 perception– 

valuation–action 模型, 在情绪调节的早期阶段, 个

体先感知负性刺激(perception)并进行情绪情境评

估(valuation)以及情绪调节的准备, 这一阶段涉及

注意控制、知觉整合、元认知、自我参照、记忆控

制、目标表征和评价等多项认知功能, 高度依赖以

前额叶为核心的认知控制系统(Zhang et al., 2025)。

经颅磁刺激研究已经支持了前额叶在情绪调节早

期阶段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发现在情绪图片呈现后

0、400 或 600 ms 干扰背外侧或腹外侧前额叶的神

经活动, 会导致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Cheng et 

al., 2024)。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采用 NF 技术发现, 

调控前额 P3 (300~1300 ms: 反映早期认知控制资

源调用程度)会直接改变情绪调节的效果, 且情绪

调节的前额 P3 增强与情绪调节效果的提升存在正

相关。同时, 在已有的三项 ERP-NF 研究基础上, 我

们不仅采用主观报告的情绪指标, 还加入了客观的

顶区 LPP 指标, 从而更准确评估 NF 训练对情绪调 

表 2  NF 训练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模型参数 标准化系数 (β) SE t p 95% CI 

R2 = 0.13, 
F = 1.41, 
p = 0.227 

性别 = −0.08 0.13 −0.66 0.514 [−0.34, 0.17] 

年龄 = 0.004 0.13 0.03 0.977 [−0.25, 0.26] 

BDI-II = −0.02 0.18 −0.13 0.901 [−0.38, 0.34] 

STAI-T = 0.13 0.18 0.70 0.485 [−0.23, 0.48] 

ERQ-R = 0.30 0.13 2.32 0.024* [0.04, 0.55] 

前测 P3 幅度 = −0.14 0.13 −1.10 0.277 [−0.39, 0.11] 

缩写：贝克抑郁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trait form of spielberge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T)、情绪调节问卷的认知重评子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R)。SE 标准误。显著性水平: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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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作用。这些指标一致表明, 前额叶在情绪调节

早期阶段就显著参与了调节的准备和启动工作, 提

高前额叶 P3 的幅度可以稳定提高情绪调节效果。 

除了上述主要发现, 本研究还考察了 NF 训练

效果的个体差异。结果发现, ERP-NF 训练的有效性

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在 NF 训

练中有所获益, 这与基于其他脑观测指标的 NF 研

究发现一致(Haugg et al., 2020)。NF 过程要求被试

实时观察与自己脑活动相关的反馈信号, 并通过努

力探索和试错多种策略, 将反馈信号调控到符合要

求或预期的范围内(Sitaram et al., 2024), 并不是所

有的被试都能成功完成上述目标。我们的结果发现, 

实验组约 74%的被试能够成功上调前额 P3 幅值(训

练效率为正值), 下调组仅有 52%的被试能够成功

下调前额 P3 幅值(训练效率为负值)。探索性分析发

现, 在以提高情绪调节能力为目标的 NF 训练中, 

与日常情绪调节习惯相关的特征(例如认知重评的

使用频率)能显著预测个体的 NF 训练效率, 这与之

前两项基于腹外侧前额叶的情绪调节 NF 研究的发

现一致(Keller et al., 2021; Li et al., 2025a)。基于此, 

我们提出三条优化策略以应对个体差异带来的挑

战：1) 在正式 NF 训练之前安排针对性认知训练(例

如练习认知重评等情绪调节策略), 激活相关神经

回路; 2) 建立筛选机制(例如利用自评或他评量表), 

评估并优先纳入具有神经可塑性潜力的个体, 从而

提高 NF 训练成功率(Yu et al., 2021); 3) 增强个体

对 NF 训练的动机以及训练过程中的持续性注意, 

因为注意分配和动机水平被证明是 NF 效率的调节

因素(Kadosh & Staunton, 2019)。  

我们的研究对抑郁症等存在情绪调节功能损

伤的患者提供了脑调控治疗的新思路。与经颅磁刺

激和电刺激等外源性神经调控技术相比, NF 具有

显著优势：安全性高、毫无副作用(Krause et al., 

2024; Stultz et al., 2020), 且患者在掌握了个性化的

调控神经活动的技巧和策略后, 无需外部设备即可

随时、独立进行脑调控训练以维持治疗效果(Ramot 

et al., 2017)。此外, 研究结果表明顶区 LPP 可作为

情绪调节效果和能力的客观指标, 它能减少患者主

观报告偏差对临床疗效评估和治疗方案调整的负

面影响(Colagiuri et al., 2015)。除了对情绪调节障碍

有治疗启示, 本研究证实的前额 P3-NF 训练的有效

性还有望帮助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阿尔茨海默症等

患者改善其症状的核心问题, 即前额叶执行控制功

能缺陷。 

尽管如此, 我们建议在解读结果以及计划未来

相关研究时考虑本研究的以下局限性。第一, 我们

只关注了 0.3~1.3 s 的前额 P3 幅度, 因此仅能调控

前额叶参与情绪调节过程的早期阶段。ERP 的瞬时

性和短时程性可以帮助我们精确瞄准某个认知模

块, 但该技术很难持续测量长时程的动态认知过程

全貌。未来基于 EEG-NF 的情绪调节研究应同时关

注早期的 ERP 成分(例如前额 P3)以及中晚期的

EEG 振荡特性, 从而更全面地解析并调控情绪调

节全过程的电生理机制。第二, 本研究样本仅包含

健康大学生, 因此前额 P3-NF 效果能否推广至存在

情绪调节缺陷的临床群体仍有待验证。第三, 本研

究只进行了单次 NF 训练并考察了即时迁移效应。

参考已有的情绪调节 NF 研究, 虽然无论是单次训

练(约 25 分钟：Keller et al., 2021; Paret et al., 2016; 

Keynan et al., 2016)还是多次训练(4~6 次, 每次约

15 分钟：Herwig et al., 2019; Keynan et al., 2019), 

NF 都能提升情绪调节效果, 但 NF 效应会随着训练

次数增加而增强(Yu et al., 2021), 并且可以持续至

少一周(Young et al., 2017)。未来研究应继续考察多

次前额 P3-NF 训练并对效果进行数周甚至更长时

间的追踪。最后, 我们还应继续探索 P3-NF 训练对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如分心和表达抑制, 因

为这些策略同样需要依赖认知控制资源(Li et al., 

2023; Shafir et al., 2015)。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 NF 训练调控前额 P3 幅度以改变情

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后测的主观负性评分和顶区

LPP 指标一致表明, 上调前额 P3 幅度可显著提升

情绪调节效果, 而下调 P3 幅度则削弱情绪调节能

力和效果。其中, P3-NF 训练对情绪调节的改善主

要是通过增加后续情绪调节的前额 P3 幅度来实现

的。与以往的脑观测相关性研究不同 , 我们通过

ERP-NF 脑调控技术证明了前额 P3 所指征的前额

叶认知控制资源是情绪调节早期阶段的因果性神

经基础。这一发现为理解情绪调节的神经电生理机

制提供了新见解, 同时对临床治疗前额叶执行控制

功能缺陷提供了精准无创脑调控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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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ontal P3 component is a reliable electrophysiological marker of the engagement of prefrontal 
cognitive control resources. In previous studies, frontal P3 amplitude has typically been regarded as a neural 
correlate of early-stage resource recruitment during executive control tasks, including emotion regulation. 
However, this correlational interpretation leav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unresolved: whether actively changing 
frontal P3 amplitude can causally influence the executive control processes that support emotion regulation.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e present study used neurofeedback (NF) training to modulate frontal P3 amplitude and 
examined its potential causal role in emotion regulation. 

Sixty-seven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an experimental group, which was trained to 
upregulate frontal P3 amplitude (n = 34), or a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trained to downregulate frontal P3 
amplitude (n = 33).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n emotion regulation task before and after NF training. During 
the task,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use cognitive reappraisal to reinterpret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and 
reduce their emotional impact.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was assessed using both subjective rating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the parietal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dex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tensity. 

Compared with the pre-training baselin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uccessfully increased 
frontal P3 amplitude through NF training. This training effect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more effectively 
recruit the executive control function indexed by frontal P3. Critically, after NF train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proved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as reflected b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both self-reported 
negative emotion and parietal LPP amplitude during emotion regulation.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the opposite pattern. After training, frontal P3 amplitude during emotion regulation decreased, and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was reduced, suggesting that weakening the neural activity indexed by frontal P3 
impaired the regulatory process.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P3-NF training on emotion regulation was primarily 
achieved by increasing frontal P3 amplitude dur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itself.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frontal 
P3 is not merely a passive neural marker of prefrontal resource engagement, but may reflect an executive control 
process that directly contributes to successful emotion regulation. Unlike previous correlational neuroimaging 
studies, we utilized ERP-NF neuromodulation technology to causa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prefrontal cognitive 
control resources indexed by frontal P3 constitute the causal neural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stag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offer a new approach for precise, non-invasive brain modulation to treat prefrontal executive 
control deficits in clinical populations. 
Key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neurofeedback, cognitive reappraisal, frontal P3,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